
【摘要】本文基于2011、2015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探讨了我

国已婚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和行为，重点关注了其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

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青年的家庭观念仍趋于传统，青年

群体的生育意愿仍较强。但是，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并未有效转换为生育

行为，城市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现象普遍存在。研究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我国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其

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情况更为突

出。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结婚和生育相关政策时，应参照青年群体的社会

经济地位，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以减少适龄青年在结婚和

生育成本上的后顾之忧。

【关键词】青年群体 生育态度 生育行为

一、问题提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了0.48

人，相当于每个家庭减少了近0.5人［1］，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三口之家”已经成为过去

式。毋庸置疑，中国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与低生育率问题密切相关。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在实质上落入“低生育率陷阱”［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

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

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3］。2021年7月20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

配套支持措施［4］。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

提到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5］。可见，中国的家庭结

当代中国青年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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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巨变及其关联的结婚和生育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

中国的家庭结构变迁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系列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的研究成果［6－10］。但既有针对中国家庭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民众家庭态度与行

为偏离和不一致的问题。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体现了青年群体生育时面临

的结构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将有效提高我国总和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基于此，本文基于2011、2015与2021年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探讨了我国已婚青年群

体的生育态度和行为现状，尤其关注了其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和偏离的问题。

本研究首先对相关理论观点和经验研究进行简要梳理，介绍了家庭结构与生育变迁的主

要解释理论；其次，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CSS数据对我国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青年社会经济地位这一重要变量对其生育态度与行为

不一致的影响；最后，提出对我国制定相关家庭支持政策的建议。

二、理论回顾：家庭结构与生育变迁的理论解析

青年群体的晚婚和低生育率现象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

了低生育率和晚婚化的趋势，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学界从不同视角对全球范围内出

现的家庭结构变迁现象进行了阐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观念转变假设”和“成本假设”。

这些理论为解释我国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提供了重要解释机制。

（一）家庭观念转变假设

家庭观念转变假说来源于“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DT）理

论 。具体而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源于学者们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国家婚姻、

家庭和生育模式的转变进行的理论思考。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国家出现了超低生育

率、非婚生育、晚婚流行、离婚激增、不婚和同居流行等一系列家庭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在此背

景下，比利时人口学家列斯泰赫（Lesthaeghe）和荷兰人口学家冯德卡（Vande Kaa）在1986年率先

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解释了欧洲国家出现的人口形势转变。他们认为，欧洲出现的

人口形势变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人口现象，会对欧洲人口形势发展产生长期、重

要的影响。

学者们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态度/价值观转变（Attitudinal/Ide-

ational Change）。二战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的态度/价值观也逐渐发生了变

化，个体主义家庭观念开始流行［11］。在满足生存和安全等物质需求后，人们逐渐开始有实现自

我价值的、更高精神层面的需求，提倡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家庭观念也逐渐被提倡以自我为中

心的个人主义观念代替。这一观点和因格尔哈特提出的唯物主义价值观转变到物质或后物质

主义价值观的主张也具有理论一致性［12－13］。“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自提出以来获得了广泛关

注，并获得了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14－16］。这些实证研究并不限定在欧洲，例如有学者发现，随

着人们态度由传统向自由的转变，对美国年轻人而言，结婚失去了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了同居等非传统家庭形式［17］。

（二）家庭成本假设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提出的态度/价值观转变决定论虽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证实，但对

东亚社会家庭结构变迁以及晚婚化和低生育问题缺乏解释力。2015年美国社会学年鉴（An-

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刊登的一篇关于东亚数十年家庭变迁的研究评述认为，过去3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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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民众的传统婚姻和生育观念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18］。基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有学者

也发现经济负担而不是态度/价值观转变才是中国男性晚婚的主要原因［19］。在我国，青年群

体面临的结婚和生育成本极其高昂。数据显示，在中国特大城市中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最高约

为87万元［20］。在东亚社会结婚和生育还面临婆媳矛盾、家务负担等情感方面的压力［21－22］，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社会的晚婚化和低生育现象。由此，有学者提出，如果

从传统主义向个体主义的态度/价值观转变是导致西方社会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的话，

那么对处在东亚社会的中国和日本而言，对结婚与生育成本的考量才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

原因［23－24］。

家庭成本假设与经济学家贝克尔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的家庭论观点类似［25］。这一

研究假设认为，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一样，结婚与生育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人们通过比较结

婚和生育的成本与收益，来选择是否结婚与生育。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人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降低，结婚和生育率也随之降低。这里的成本既包括了结婚与生育的直接经济成本，也包括了

与之相关的间接机会成本。例如，女性一旦生育，就意味着她们可能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发展

机会，女性结婚和生育的“机会成本”巨大，因此引发了低生育现象。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在我国，结婚和生育的成本较大，但并未造成青年群体的生育意

愿降低，是生育意愿未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造成了当前的低生育现象。基于此，有必要探讨我

国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我国家庭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数据。中国社会状况

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

是通过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数据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

采用严格的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执行调查［26－27］。由于2011年、2015年和2021年调查数据

在生育态度和行为方面的测量基本一样，为了进行十年历时比较，本文选取了这三个关键年份

的数据。本研究旨在从探究家庭生育行为入手，为解决我国人口矛盾、改善生育困境提供相关

政策建议，因此，本研究以对人口结构变化最具实际作用和改造潜力的城市青年群体作为研究

对象。针对这一群体的发现和政策制定，能够成为推动我国人口结构健康化、合理化发展的有

力抓手。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包括客观子女数量（生育行为）和理想子女数量（生育态度）。此

外，本文还将受访者回答的理想子女数量（生育态度）和客观子女数量（生育行为）的差值作为

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测量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子女数量差距越大。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家庭结构的模型限定城市样本。由于生育事件主要发生在个体的青壮年

时期，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设置为城市中最具生育潜力的群体——18－50岁之间的已婚样

本，对其进行生育态度和行为的分析。

回归分析中的主要自变量为职业变量，本文将数据中的职业变量分类编码为体力劳动者、

无业人员、普通白领（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和核心中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选择职业作为主要自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职业是社会分层领域研究最为关注

的变量，代表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职业也是在我国最易于被民众感知且具有实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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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策价值的解释变量，对不同职业地位居民生育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分析，将有助于制定更

加有针对性的家庭政策以提升我国总和生育率。因此，本文主要使用职业变量作为主要的解

释变量。此外，回归分析还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学历、大学以下学历）、

性别、婚姻状况和年份等变量。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信息（CSS数据）

理想子女数（生育态度）

实际子女数（生育行为）

年份（参照组：2011年）

2015年

2021年

年龄

大学及以上学历（参照组：其他）

女性

职业地位（参照组：体力劳动者）

无业

普通白领

核心中产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已婚（参照组：未婚）

平均值

1.947

1.684

0.348

0.370

46.947

0.294

0.603

0.653

0.211

0.044

9.931

0.742

标准差

0.635

0.990

0.476

0.483

15.788

0.455

0.489

0.476

0.408

0.205

1.389

0.438

最小值

0

0

0

0

18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10

10

1

1

69

1

1

1

1

1

15.285

1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线性回归来分析职业地位对青年群体生

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影响及其年度效应。具体而言，本文将建立以下两个模型进行估计。

Yi=β0+β1OCCi+β2Year i+δ Xi+ #（1.1）
Yi=β0+β1OCC i+β2Year i+β3OCCi Year i+δ Xi+ #（1.2）

其中，Yi表示个体i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OCCi表示个体i的职业地位；Year i表示个体i

的年度；Xi是控制变量的集合；ε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可观测的因素，服从标准

正态分布。模型1.1表示职业对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影响的主效应模型；模型1.2中OCCi

Year i为职业和年度的交互项，考察了不同年度职业对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影响的差异性。

统计软件方面，使用了Stata 15.0进行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见下页图1）汇总了2000－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的统计结

果。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5，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

实施后，我国出生人口数和生育率出现了短暂上升，总和生育率从2015年的1.12提升到了

2020年的1.30。但有学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存在较大比例的高龄孕妇生育现象，

短期内二孩生育数量和比例增加，使得出生人口数量短暂上升，但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很快

会释放完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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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20年总和生育率（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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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的生育状况如何呢？本文继续使用CSS的数据对我国城市青年

群体的生育行为和态度进行分析。图2显示，基于CSS个体数据的分析也表明，我国城市居

民生育率低于1.5，处于较低的生育水平。此外，我们也发现2011－2021年我国城市青年群

体的生育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具有一定关

系。2013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以及2015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都有可能提升城市青年

群体的生育率。

0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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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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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1－2021年18－50岁城市已婚青年生育率（CSS数据）

接下来，本文继续使用CSS问卷中青年群体关于“理想子女数”的回答，用作测量青年群体

的生育态度抑或生育意愿。图3展现了2011－2021十年间城市青年群体生育态度和意愿的变

化。图3显示，伴随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2011－2021年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有所提

升；图3与图2生育行为数值对比发现，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其实际生育子女数

量。换言之，研究证实了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并未完全转换为生育行为的状况。

图3 2011－2021年18－50岁城市已婚青年生育意愿（CSS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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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育态度与行为分析不一致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CSS数据的分析发现一个重要现象：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生育意愿

始终高于其实际生育子女数量。这引发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为什么生育态度与行为之间

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根据上文提到的生育成本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

行为具有重要的决定和制约作用［29］。为此，本文将在上文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生育变迁的影响机制。

表2 我国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年份（参照组：2011年）

2015年

2021年

职业地位（参照组：体力劳动者）

无业

普通白领

核心中产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职业地位（参照组：体力劳动者）*2011年

无业*2015年

无业*2021年

普通白领*2015年

普通白领*2021年

核心中产*2015年

核心中产*2021年

常数项

样本量

R－squared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
家庭人均收入。

模型1

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

－0.086***

（0.025）

－0.254***

（0.026）

－0.051*

（0.027）

－0.005

（0.029）

0.055

（0.035）

0.079***

（0.009）

0.376***

（0.106）

5764

0.097

模型2

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

－0.043

（0.039）

－0.213***

（0.041）

－0.008

（0.053）

0.028

（0.051）

0.129**

（0.055）

0.079***

（0.009）

－0.083

（0.066）

－0.033

（0.068）

－0.072

（0.068）

－0.020

（0.070）

－0.047

（0.070）

－0.187**

（0.074）

0.352***

（0.107）

5764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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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使用职业地位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分析了职业地位对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

不一致的影响。此外，模型还讨论了2011－2021年职业地位对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

致影响的年度效果。具体而言，表2的模型1讨论了职业对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

影响的主效应，模型2则进一步分析了职业和年度的交互效应。

一方面，模型1显示，无业人员的生育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状况并不突出，而其他职业的城

市青年群体普遍面临着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及不一致的状况。换言之，难以将生育意愿转换

成实际生育行为是我国城市青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实证研究证明，并不是

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青年群体面临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况更少。具体而言，普通白

领和核心中产面临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状况并不低于体力劳动者，反而是无业人员的

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状况较少。

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民众掌握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其面临的生活困境

状况较小。那么，如何理解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也面临诸多障碍、生育态度与行为不

一致情况严重的状况呢？本文认为，由于生活水平差异等因素，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生育

和养育子女的成本存在差异。例如，即使社会阶层地位更高的民众收入更高，但由于他们

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教育投入更高，其面临的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并不比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的民众更低。与此同时，既有研究表明，决定民众结婚和生育的因素不仅包括实际

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还源于不同群体主观感知到的经济压力与成本［30－33］。由于教育期

望较高等原因，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感知到的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显然更高。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面临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情况并没有显著弱于社会经

济地位较低的青年。

另一方面，模型2中职业与年份的交互效应则表明，2011－2021年间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

高的核心中产而言，他们将生育想法转换为行为的意愿有所降低。这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我国

生育政策的调整促进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且愿意生养子女的青年群体生育率的提升。这也进

一步证明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对提升生育率具有一定的正向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七次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了0.48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

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此外，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快速上升，部分发达地区晚婚化

水平已经接近日本，而日本被认为是晚婚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前，家庭结构变迁及

其关联的结婚和生育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乃

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2011、2015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探讨了我国家庭结

构历时十年的“动态”变迁状况及其影响机制，并重点对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

不一致及偏离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有以下发现。

其一，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城市青年群体并没有出现趋向于个体主义的家庭观

念。研究发现，2011－2021年我国城市青年群体理想子女数量仍接近2人，可以说“大家庭”

式的家庭观仍是城市青年对家庭的主流认同。其二，我国城市青年群体在生育方面的态度与

行为存在不一致的状况。若引导城市青年将生育意愿转换为行为，将有效提升我国的总和生

育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城市青年的生育行为与意愿的偏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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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问题较为突出，反而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群体更加容易面临生育意愿难以

转换为行为的状况。本文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的民众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教

育投入更高，其面临的生育和养育子女的压力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

布，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各地也纷纷及时响应，为政策的顺利推行提

供地方政策上的助力。目前，三孩政策仍处在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进一步补充完善。构建符

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率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

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需要考虑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前我国城市青年结婚和生育的成本相对较高，在设计结婚和生育的相关家庭政

策时，应充分考虑结婚和生育的成本，制定全面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加强扶持力度，以减少

适龄青年在结婚和生育成本上的后顾之忧。第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群体的生育

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现象更加严重。由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加强针对性。具体而言，对于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年群体而言，需要制定育儿补贴为核心的现金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

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群体来说，要考虑完善托幼教育为主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产假

等劳动就业保障制度。第三，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背景下，女性尤其

是高学历女性在结婚和生育时面临巨大的损失，这使得女性对结婚和生育逐渐失去兴趣。例

如，职业女性既要承担劳动力市场的责任，又要承担家庭照料职责［34］。因此，我国在制定家

庭支持政策的时候应考虑如何促进社会性别分工平等化。因为性别平等不仅本身可提高民

众结婚和生育意愿［35－38］，还可通过与社会政策相互作用进一步影响青年群体的结婚和生育

行为及意愿。第四，当前各国晚婚和低生育率出现的另一社会背景是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的

存在［39］。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会造成高学历女性结婚和生育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从而导致

结婚和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这需要我们注意。目前我国部分企业强调的长时间（“996”）

工作模式［40］，长期来讲，这或许会对我国的结婚和生育率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设计家庭政

策时需要注意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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